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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對談

媒介效果研究三十年：和魏然教授對話

對談人：魏然、梁海

魏然教授
(Prof. Ran Wei)

「新媒體，包括移動媒體、智能手機等為效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

工具。比如，通過做一個APP來收集手機使用的記錄，甚至把用
戶後台的滑手機行為用大數據的方法抓出來，這些都是非常值得

嘗試的。這些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是以前我們做大眾傳媒研究時

所不能想像的。我覺得非常前沿，能夠收集到我們以前看不到的

用戶數據。但是，我擔心的是，如果做得過於技術導向，研究就

會做得比較瑣碎（trivial），不見其意義。比如有些研究關注蘋果手

錶（Apple Watch）螢幕大小或者手機背景顏色等變量。雖然技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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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是有其價值的，但這類研究的意義（So What？）何在，不容易

說清楚。因此，如何能夠既讓我們的研究具有社會的意義，又在

技術和研究方法上與時俱進，這兩者之間是要有一個平衡。因為

如果最終的結果只是一個技術方面的嘗試，而對社會、文化、政

治和公共生活的意義非常小，我覺得這種研究即便做得很多，從

媒介效果角度來講意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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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7 (2021), 1–27

Thirty Years of Media Effects Research

Discussants: Ran WEI, Hai LIANG

Abstract

Professor Ran Wei is an influential and productive scholar in the fields of 

media effect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In this dialogue, he was invited to share his research experience on media 

effects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ast 30 years. 

Professor Wei characterized himself as a “transitional scholar” who bridges 

conventional and new media studies. He started with sharing how his journey 

in the field of media effects expanded to new media studies, including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virtual reality. In response to the criticisms of media effects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era, he suggested that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es should 

go beyond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levels to adopt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 effects under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and cultures. 

Professor Wei also emphasized the value and pitfalls of the emerging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current media effects studies. In particular, he 

introduced how to combine traditional and big data methods in his ongoing 

collaborative project on Covid-19 mis/disinformation. Finally, he offered some 

suggestions for submitting papers for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for forging academic collaboratio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Wei, R., & Liang, H. (2021). Thirty years of media 

effects resear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7,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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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然教授簡介

魏然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曾任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新

聞與大眾傳播學院終身講座教授（美籍華人中首位獲得冠名的傳播 

學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廣告與公關系系主任。魏教授有機會接 

受中外高等教育，先後獲得上海外國語大學英國文學與國際新聞 

學士（1986）、英國威爾士大學（University of Wales）碩士（1990）及美國

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博士學位（1995）。他曾在中國中央

電視台擔任記者，曾任海外學術團體「國際中華傳播學會」（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會長 （2011–2013）；現任國際傳播學會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二級分會—傳播科技

學會（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CAT）會長。2010年，魏

教授被榮聘為中國教育部 「長江講座教授」。他也曾入選 「天津特聘專

家」（2014）。

魏教授有著豐富的訪學經歷，他曾以訪問學者身份造訪英國牛津

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和中國清華大學。他擔任過香

港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天津師範大學的客座教授，

同時，他先後擔任過香港城市大學海外學術評鑒委員，以及香港大學
SPACE海外評審委員。在學術界，魏教授擔任台灣《資訊社會研究》主

編，並曾任美國《大眾傳播與社會》（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學

刊主編，新加坡《亞洲傳播學報》（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和

香港《華人傳播學報》（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特約主編，以

及十個國際頂尖傳播類學術期刊編委會委員， 其中包括美國《國際傳播

學會年度報告》(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魏教授的研究專長為新媒體、媒介效果研究以及國際廣告策略。

他是國際上手機媒體研究的知名專家，他的學術出版包括獨立和共同

出版的七本專書，例如《口袋裡的新聞》、《媒介效果與社會變遷》、《移

動媒體與亞洲公共傳播》等。此外，他已發表百餘篇論文和專書章節，

並多次獲得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學科頒發的傑出論文獎。魏教授的學

術影響力得到國際上不同機構的認證。根據傳播學論文的引用排名，

他是大中華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前五名學者之一。從2014年至今，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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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入選Elsevier英文發表引用最高的中國學者（社會科學類）。 根據美

國斯坦福大學 John Ioannidis教授及研究團隊的研究報告，魏教授是
2021年全球Top 2%的科學家（媒介與傳播學科）。

LH：梁海
WR：魏然

LH： 您過去近30年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從媒介效果（特別是第三人

效果）、傳播技術、再到手機研究等。最近剛剛出版了一本關於

手機新聞的專書（即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口袋裡的新聞》

（News in Their Pockets），也在香港中文大學（簡稱「中大」）建立

了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實驗室。能否分享下您的學術脈

絡，您是如何對這些領域產生興趣的，如何將這些領域融匯並貫

通到自己的研究之中？

WR： 您提出的這個問題很廣泛，但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那就借您

的問題，我來嘗試把自己差不多30年的學術經歷和學術生涯做一

個回顧。
  我的學術研究脈絡要追溯到我念博士研究生課程時所接受的

訓練和當時所接觸的前沿課題—媒介對社會之影響。也就是

說，媒介效果就是我學術經歷的出發點。因為我到美國印第安那

大學（簡稱「印大」）念研究所的時候，幾乎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學

術訓練。我之前的基本訓練是做記者，就是怎樣講故事、怎樣報

導新聞。所以新聞對社會的影響這個問題，我根本用不著去想，

因為我一直認為我們報導出來的新聞一定會有影響。特別是在80

年代，媒體資源還比較稀缺（當時全國只有1–2個電視頻道可

看）。我學的是做電視記者，是如何用電視媒介去作報導。在那

個年代，電視新聞經歷了一場非常大的革命性改變。因為在電視

新聞出現之前，電視上播放的新聞是通過反轉電影膠片而製作

的，即先把新聞事件拍成電影膠片，然後到暗房裡面把它洗出

來，再做編輯，最後的一道工序是反轉成一寸或半寸的磁帶，在

電視頻道播放。可想而知，當時的現場報道和即時報道，無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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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新聞都是要有一天到一個禮拜甚至一個月的延遲。可以說，

我當時學習和接觸的以電視採編技術（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 

ENG）來作新聞報導，屬於最新的傳播科技，當天甚至現場就能

夠把新聞報導出來。這是我的基本訓練。至於我們把新聞報導出

來以後，什麼人會看，看了以後產生什麼傳播效果，這些問題不

是我們電視記者需要想的。當時電視在中國，甚至在美國，都是

非常有吸引力的大眾電子媒體。大家一起看電視，比如在學校的

生活環境裡，電視具有一個非常中心的位置，大家都很習慣地每

天晚上看新聞節目，包括中國中央電視台（簡稱「央視」）的《新聞

聯播》和地方新聞。有上億的觀眾看，一定有效果。
  對我來講，開始時作為一名記者，後來在研究生時研究媒

體，接觸到媒介效果問題，覺得從來沒仔細想過這個問題。因為

在我印象中，央視播出的節目具有非常高的收視率，不管是電視

新聞也好，還是當時進口的一些美國節目，諸如《動物世界》和

《外國文藝》等，對國內觀眾來講，都是非常新的東西。儘管在當

時還沒有收視率統計，但是我們從印象或者報紙報導當中覺得傳

播效果都談不上是個問題（a non-issue）—因為我們的節目有很

多人看，當然會有社會影響，不用做研究就可以知道。20世紀
80年代末，我在英國威爾士大學讀碩士的時候，所接受的訓練主

要是學習新聞專業技能，同時了解西方媒體新聞編輯室裡的運

作，例如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電

視新聞的採編業務，並未接觸到傳播效果研究。
  後來到了美國繼續求學，尤其是1990年到1995年期間在印第

安納大學念博士班的時候，有了系統的學術訓練，就發現媒體的

社會影響在哪裡、對什麼人有影響，這些問題需要嚴謹的實證研

究才能回答，通過建構理論模型才能解釋媒介效果產生的機制和

規律。從那時候我在觀念上產生了根本改變，就是放棄憑藉印象

來評論媒介效果。取而代之的是學習以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來檢

視媒介的傳播效果，包括傳媒對什麼人有效果、正面的還是負面

的效果、這些效果會在什麼場景下產生、如何用實證方法驗證這

些效果等。我做實證研究時運用的是一些主流的大眾傳播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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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媒體社會學（news-making）和議程設置理論（agenda setting）。

我在研修高級量化研究方法課時，做了一個媒介傳播效果的研

究，探討新聞機構的地震預測報導對民眾購買地震保險的影響。

那一年，在美國中西部幾個州，預測地震的報導喧囂一時，看了

新聞而心驚膽顫的民眾之中，有些人真的會買地震險。雖然預測

的地震後來根本沒有發生，但新聞媒體的報導對公共輿論和大眾

行為的影響令我對媒介效果研究非常著迷。這個實證研究後來得

以發表，成為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Wei, 1993）。從此，我和媒介

效果研究有了不解之緣。那一年，我遇上同在印大求學的太太，

找到了我終生的摯愛。現在回頭來看，這些訓練和經歷是我後來
30年學術興趣和研究專長的一個起點，媒介效果研究也一直貫穿

了我近30年學術生涯。
  總之，對我而言，媒介效果的實證研究是一個非常有趣也非

常讓人著迷的課題，論文發表量巨大（Potter & Riddle, 2007)。可

我發現研究做得越多，效果好像越說不清楚；越說不清楚就要 

繼續做下去把它說清楚。在學術傳承上，我屬於議程設置理論 

的第三代學者。第一代是最早提出該理論的麥庫姆斯（M. E. 

McCombs）和蕭（D. L. Shaw, 1972）。麥庫姆斯和蕭在北卡羅來納

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學生韋弗（D. H. Weaver）是

我在印大的導師，也是議程設置理論第二代的代表人物 （Weaver, 

1980）。我和香港城市大學的祝建華教授與何舟教授應該都屬於

第三代，都師從韋弗教授。議程設置理論是我們必學的，韋弗作

為導師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此外，在研究方法方面，我也接受了

系统的訓練。所以，我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對科學的研究方

法，包括統計、研究實驗、研究視角，以及理論框架，都打下了

紮實的基礎。畢業以後繼續做這方面的研究順理成章。事實上，

媒介效果也就成了我30年的學術生涯中精力花得比較多、也持續

不斷做研究的一個領域。剛剛也提到，雖然我發現越想要說清楚

媒介效果，就越說不清楚；但是越說不清楚，就越有動力繼續

做，而不是輕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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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 如果不放棄，如何繼續做下去？

WR： 我嘗試過幾個路徑，一是採用新的研究方法，在數據分析上另闢

蹊徑。比如，應用新的統計工具，包括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希望通過將新的研究方法更好地應用

於數據分析，能夠分析出來令人信服的結果，從柳暗到花明（潘

忠黨、魏然，1997；Wei & Pan, 1999）。這些在今天看來都是老

派（old school）的研究方法。另外一個路徑，是在研究框架和理

論方面探索是否能夠有所調整，能夠從不同的角度來發現和檢測

媒介效果。當中很自然地會遇到一種情況是，我們之前做的議程

設置研究是一種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的研究路徑，就是直接把

媒體使用和它的效果來做關聯。這種直接效果的研究做了很多，

諸如議程設置理論、涵化理論（Cultivation Theory）等，但我發現

研究這種直接效果的結果往往令人不滿意，甚至是失望。通常我

們發現相關性（correlation）儘管是顯著的，但是非常弱。多元回

歸模型所能解釋的變異量（variance）往往也很低，介於百分之五

到百分之十幾的一個範圍。一般來說，一個模型所解釋的變異量

低於百分之五，就屬於誤差範圍，沒有什麼實質價值可言。
  在此困境之下，我接觸到像第三人效果理論（Third Person 

Effect）、預設效果（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等認知效果

（perceived effect）的理論，他們為我提供了媒介效果研究的新思

路—從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的角度來研究媒介影響，而不

是直接把媒體使用、媒體關注、媒體接觸跟相關的態度、行為 

等變量之間做關聯。這個角度比直接效果有一些優越性，媒介有

沒有效果是個「情人眼裡出西施」的認知問題。否認媒介對自己有

效果，同時卻認定對他人有影響，這種具有偏差性的認知，是一

種真實的效果。我後來做了很多研究發現第三人效果普遍存在，

特別是涉及負面媒體內容如廣告、暴力和色情，或者是有爭議的

新聞報導，大眾確實很擔心這些內容對別人有著不良影響。由於

擔心，他們會支持從法規方面制約傳媒。這種依據理性思考

（rational thinking）而做出的態度判斷，就是一種媒介的真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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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非常有趣。因此，間接媒介效果研究，特別是第三人效果，

構成我研究領域的一條主線（Wei & Li, 2021; Wei, Lo, & Zhu, 

2019; Wei, Lo, & Golan, 2017)。
  我過去所做的多項研究，特別是媒介效果研究始於電視、報

紙新聞，與此同時，我對資訊的載體、傳播技術、新興媒介也都

有濃厚的興趣。在互聯網時代，特別是2000年以後，新聞都更多

地出現在網絡上、手機上，包括現在的新聞應用（news APP）等。

於是，我這個老派的媒介效果學者開始把手機研究融入到媒介效

果、媒介對社會影響這樣一個大的研究範疇中。比如，在移動媒

體（mobile media）方面，我做了幾個有關社會運動、對社會議題

關注的研究，包括手機媒體如何幫助基層的草根組織（grassroot 

organizations）發出自己的聲音，通過網絡媒體的渠道組織民眾，

對一些議題發表意見，從而引起政府和相關人士的重視（Wei, 

2016; Wei, 2020; Wen & Wei, 2018）。所以移動媒體是一個賦能性

（empowerment）的溝通工具，有助於民眾的社會參與、政治參

與。在近年的幾個社會抗爭運動中，包括香港、歐洲、中東的抗

爭，傳播學者注意到手機媒體是一個得力的工具，對這些運動的

展開和進行，以及運動規模都有不可或缺的影響（Neumayer, 

2020）。
  媒介效果和移動媒體看上去屬於不同的領域、不同的研究課

題，其實對我來講是很自然的結合。你提到的我最近出版的一本

合著新書《口袋裡的新聞》（News in Their Pockets）就是一個很好

的例子。這本書裡的研究跟我之前多年的研究有傳承關係，也有

所創新。「傳承」表現在持續關注傳播效果，「創新」表現在分析手

機看新聞與讀報紙、看電視新聞的不同。在手機這樣一個新的媒

體上，看新聞的形式不再僅僅是閱讀，而是貫穿很多的互動，包

括分享、做點評等一些參與式的行為，所以我們就從這個角度來

研究手機新聞的閱讀行為和效果。我和幾個合作者在用手機看 

新聞這個課題上所作的研究，包括陸陸續續在四個華人社會做了

兩次大規模的大學生調查，前後大概有七八年之久，跨越2G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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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4G不同的無線電訊時代。我們專注的研究效果是檢測看手機

新聞是否對大學生了解天下事、關注當地的時政等有所幫助。結

果顯示，看手機新聞確實對學習時事有幫助，但幫助有多大則要

看不同的社會環境，在比較開放、網絡沒有諸多限制的社會，政

府對手機媒體管制比較寬鬆，看手機新聞學習的效果就比較明

顯。反之，在比較受管制、資訊流通不太自由的地方，即使看手

機新聞的時間很長 , 人人都使用智能手機，但學習時事的效果卻

大打折扣（Wei & Lo, 2021; Wei, Lo, Chen, Tandoc, & Zhang, 2020; 

Wei, Lo, Xu, Chen, & Zhang,  2014）。回頭看這些不同階段的研

究，貫穿近30年的主題，就是媒介對社會的影響，更具體的講，

就是媒介效果。
  你提到的在香港中文大學建立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實驗

室，主要是因為我在2019年從美國回到中大之前，中大給新同事

提供一個激勵計劃（new hire incentive），凡新入職者，皆可以申

請研究資助。我拿到了這項資助，就用於建立一個新媒體實驗

室。至於如何把虛擬實境融匯到我的研究之中，我還在探索中。

可以確定的是，我想了解以3D形式製作的新聞報導和VR影片給

受眾一種沉浸式、臨場感的體驗。那麼，這種手段能夠達到什麼

樣的傳播效果呢？我最新的研究想驗證3D是否能夠產生出與2D

不同的效果，在說服、改變人的行為，甚至是調整人的身心健康

方面，能夠達到2D和電子媒體所達不到的效果。從這意義上來

說，建立虛擬實境實驗室也算是我以前研究的延續，一脈相承。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我認為我從攻讀博士開始做的研究一

直到目前的研究，皆重視公共傳播（public communication），特別

是新聞。你可以猜到，這跟我的學術訓練以及做記者的經歷有

關。我認識很多做移動媒體研究的朋友，他們關注的是移動媒體

在人際傳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層面的使用和影響。這

類研究我也做過 （Leung & Wei, 2000），也很有意義。但我主要

的興趣還是在像新聞這種公共領域的傳播（Wei, Huang, & Zheng, 

2018）。雖然傳播和溝通是人類最基本的行為和一種最基本的社

會實踐，我覺得人際傳播和公共傳播的重大區別在於，公共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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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社會功能。特別是在開放社會中，我們不單是新聞的消費

者，更重要的是通過接觸新聞，我們也在扮演公民的角色。有鑑

於此，不管媒介技術如何快速改變，我的研究興趣始終放是在公

共傳播。你可以說我屬於老派學者，這是自己的選擇。

LH： 您剛才提到媒介對社會的影響，特別是媒介效果，是貫穿您幾十

年研究的一個主題。很多人覺得媒介效果是傳播學中最核心的一

部分。當然也有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批評者認為，在如今的新媒

體時代，特別是移動媒體、社交媒體的時代，媒介效果研究的範

式（paradigm）「已死」，或者說意義已經不大了。相關研究好像

也不如以前那麼多了。您認為媒介效果研究如今具有什麼樣的理

論和現實意義？

WR： 我先回應對媒介效果研究的批評，我覺得這類批評有其道理。因

為媒介效果研究從早期對戰時心理戰、宣傳戰這方面的研究開

始，一直到20世紀60、70年代電視的黃金時代、大眾傳媒在美

國和中國發展到了頂峰階段，這個階段的媒介效果研究，聚焦在

色情、暴力節目等內容，美國國會撥出大筆預算來支持這方面的

研究。但這些效果其實並沒有像大家期待的那麼好，比如能夠解

釋的效果變異量（variance）偏低，能夠解釋因果關係的理論模式

不足，研究發現不能令人滿意，所以對媒介效果研究的批評是有

道理的。客觀地說，我覺得對媒介效果的批評要從兩個方面 

來看：
  第一，其實媒介效果研究，甚至包括傳播學的研究，與社會

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來比較是旗鼓相當的。Perloff （2013）對此

做過精彩的陳述。心理學研究也很少有一個研究，能把因變量的

變異量解釋到60%。這種成果非常少。考慮到傳播學相對比較 

年輕，和歷史更加悠久的學科相比，變異量其實是不低的，屬於

中規中矩、低變異量是在預期之中的，媒介效果研究並不是特別

糟糕。
  第二，媒介效果的強弱，要看如何界定媒介效果。作為傳播

學的主流學派，學術界每年大概發表幾百篇媒介效果論文，但每

個學者對媒介效果的研究路徑、界定的方法和測量手段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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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學者認為是媒介效果是有意的（intentional），有人講是無

意的（unintentional），還有學者認為接觸媒體本身就是效果。你

看，媒介效果到底是指什麼？媒介效果學者使用的變量是不統一

的。當然也不需要統一。但問題是，正因為媒介效果的界定和測

量不一樣，得出結論自然也就不一樣。回顧媒介效果研究的百年

歷史，效果到底是強還是弱，並沒有定論（魏然、周樹華、羅文

輝，2019）。
  有一種批評我覺得非常有道理（張錦華，1990），就是量化的

實證媒介效果，在研究層次上太注重個人的行為，甚至把個人行

為看成一個孤立的、獨立的、自主的選擇行為，然後再被無處不

在的傳媒所影響。這種研究模式忽視了中觀或者宏觀層面變量的

影響，如群體、集體、組織、社會等。這些變量超出個人範圍，

卻對個人行為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儘管個人的媒介使用行為是

由自己的興趣愛好來決定，但這些決定往往不是個人的，而會受

到各種的社會影響。比如說，看什麼電視節目，在網上做什麼評

鑒往往都是跟風的，別人對我們自己的影響甚至超過個人的自主

決定。從這個角度來講，過於集中在個人層面的媒介效果研究，

我認為可能就脫離了現實，陷入困境。因為媒體的使用發生在一

個社會語境中，而大眾消費的媒介內容，不管是電視劇、新聞報

導或者廣告，既是一種社會影響的過程也是社會影響的結果。在

網絡化的今天，尤其如此。
  當然，批評容易，做起來難。在我的媒介效果研究中，我儘

量把一些社會層面的、群體層面的變量考慮進來。困難的是加入

太多的宏觀層面的變量就變成了政治經濟學分析，就不再是效果

實證研究了。從權力結構（power structure），從經濟學的角度解

釋傳媒彌補微觀研究之局限，但檢視傳媒細微而具體的實證效果

則非政治經濟學之所長。另外，諸如社會結構，比如說媒體的開

放程度、資訊流動的自由度、還有文化的差異等宏觀因素可以加

入研究，但也不能加進太多，否則就解釋不清。此外，通過比較

研究的方法，也可以彌補媒介效果研究設計中過度關注個人行為

的現象。我覺得這些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回應相關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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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陣，傳播學界元老Katz 和 Fialkoff（2017）寫了篇文章說

有六個核心的概念都要「退休」了，比如「把關人」、「兩級傳播」

等。這也是你剛才提到的對媒介效果研究的一種批評，我認為這

代表學術上的一種反思、一種與時俱進的期待，探討我們怎樣才

能跟上媒介技術的變革性發展。我覺得Katz這種批評都是合理

的，也是必要的。我在印大時建立模型（modeling）的第一堂課，

老師就說我們建立模型的目的是要把模型推翻，把它批評得體無

完膚，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提出來新的模型。所以這些學術的批

評，包括對核心學術概念的批判，在我看來都是一個值得肯定的

現象，而不能悲觀地看，人云亦云， 跟著說媒介效果研究的範式

「已死」。其實，新媒體為效果研究帶來了新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認為「媒介效果研究已經走入了死胡同，甚至

沒有意義」的說法有點誇張，真實的情況也並不悲觀。剛才你講

到媒介效果研究的論文數量好像在下降，這可能是真的。但我最

近做移動傳播文獻梳理時發現，移動傳播研究的數量增加得非常

大，包括實證效果研究。這些研究並不一定只關注傳統的媒介效

果，而更多的關注到用戶主動使用（active use）媒介，將具有賦能

特性的媒體技術轉化為一種賦權。從廣義來講，我覺得這還屬於

媒介效果研究的範疇。如果我們把其他更廣泛的媒介效果定義包

括進來，我覺得媒介效果研究在網絡媒體語境下，是大有可為、

值得期待的。事實上，這類的媒介效果研究生機勃勃。無論是在

頂尖媒體期刊如New Media & Society，還是在創刊不久的期刊如
Social Media + Society、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等，發表

的研究都是以實證為主，它們的核心問題最終還是回到媒介對社

會的影響，對社會群體、對個人在不同層面、不同環境下所產生

的影響。因此，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講，我覺得媒介效果是進入了

一個新的階段，而不是走入困境，進而無疾而終。

LH： 我們剛剛有聊到，您最近出版了一本名為《口袋裡的新聞》（News 

in Their Pockets）的專書。移動傳播現在是一個很熱門的領域，

各個學科、各種方法背景的學者都在探討這個問題，研究方法也

很多元。有批評者認為大多數的研究仍在使用比較傳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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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移動傳播最重要的特點其實是「移動」，傳統的方法其實很難捕

捉到「移動」這個層面。也有批評說媒體研究在照搬傳統的方法，

這在以往可能問題都不大，但到了移動的時代，大家就發現傳統

的方法可能不夠了。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有什麼建議？

WR： 這個問題很有趣，也是個不太好回答的問題。關於研究方法能否

帶來新的研究成果，我是這麼看的：我屬於一個過渡性的學者，

承上啟下，因為我們「六零後」這一代的學術訓練主要是在大眾傳

媒的背景下完成的，我們最熟悉的自然是大眾傳播這一範式。同

時，我趕上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互聯網興起的時代。進

入21世紀以後則是接觸到手機媒體的時代，例如3G和4G等等。

作為新舊交替的「過渡性」學者，我既熟悉大眾媒體，也最早接觸

網絡新媒體，比我的老師那一代更了解互聯網和手機媒體。我也

比一開始就接觸社交媒體、APP、手機的年輕的一代學者對研究

大眾媒體有更深刻的了解。所以，像我這一代的學者，剛好處在

跨界的位置，新舊媒體都有接觸。我既不把自己看成一個傳統的

學者，也不完全看成一個新媒體的學者，而是過渡性的，承前啟

後。過渡性帶給我的好處，就是我可以基於過去的背景和訓練的

基礎，融入對新東西的了解。
  當前，與媒介相關的東西太新了，很難講得清楚說得明白，

困惑普遍存在，我曾經就此現象寫過文章（魏然，2015）。在這種

情況下，我覺得我過去受到的社會科學範式的嚴格訓練對我有很

大幫助，也讓我的學術能夠一直持續不斷地繼續下去。社會科學

研究的宗旨就是要分析人的行為，與他人互動，乃至社會整個 

運作的道理和意義。就媒介效果研究而言，指導研究的框架就是

制度化分析方法（institutional approach），即從社會建制（social 

institution）的理論視角來研究大眾媒體和媒介效果。作為一個社

會建制，媒介在社會中有它的必要和意義，研究由有組織的、專

業化的把關人製作、傳播的資訊對社會穩定，和諧和發展的意義

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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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另外一方面說，這些視角還基於大眾傳媒時代，一種中心

化被動的單向傳播模式。而智能手機等新媒體的特徵是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d）、以用戶為中心、互動的溝通行為。那麼，研究

方法和研究內容方面就需要進行調整。新媒體，包括移動媒體、

智能手機等為效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比如，通過做一個
APP來收集手機使用的記錄，甚至把用戶後台的滑手機行為用大

數據的方法抓出來，這些都是非常值得嘗試的。這些新的研究方

法和工具是以前我們做大眾傳媒研究所不能想像的。我覺得非常

前沿，能夠收集到我們以前看不到的用戶數據。但是，我擔心的

是，如果做得過於技術導向，研究就會做得比較瑣碎（trivial），

不見其意義。比如有些研究關注蘋果手錶（Apple Watch）螢幕大

小或者手機背景顏色等變量。雖然技術上來講是有其價值的，但

這類研究的意義（So What?）何在，不容易說清楚。因此，如何能

夠既讓我們的研究具有社會的意義，又在技術和研究方法上與時

俱進，找到更新的研究工具，這兩者之間是要有一個平衡。因為

如果最終的結果只是一個技術方面的嘗試，而對社會、文化、政

治和公共生活的意義非常小，我覺得這種研究即便做得再多，從

媒介效果角度來講意義不大。
  剛才講到我是一個過渡性的學者，我的優勢是能夠承前同時

有所發展，我用「institutional approach」探討傳媒對社會之影響。

當然這不是唯一的視角，但至少我做的媒介效果研究能夠嘗試解

釋傳媒最終的實際意義和對社會最基本的價值是什麼。雖然我會

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但是我不會完全地「為方法而方法」。

LH： 您剛剛介紹了您的學術背景，您的生活和教學經歷也非常豐富。

您在內地出生讀完大學，然後去了英國、美國等地求學。在台

灣、香港和美國都有很長的研究和教學的經歷。您在研究中也特

別強調進行不同地方的比較研究，比如說您剛才提到移動傳播的

研究也顯示出了比較大的文化差異。您能否分享下在不同地方生

活和教學的經歷是否對您開展比較研究有所幫助？您是怎樣把這

些經歷融入到研究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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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 首先，我覺得我非常幸運，趕上了好時代。一是有機會念大學，

我是我們家第一位大學生。在20世紀80年代時，能夠念大學不

容易。二是趕上出國留學的機會，當年的留學生人數和現在相比

也是很少的。不管是到上海念大學也好，到國外留學也好，因為

當時我已經成年，我自己的一些喜好、興趣、文化旨趣等個人屬

性基本上已經定型了。無論我走到哪裡，天南地北，我都是一個

河南人或者美籍河南人，走到哪裡都不會改變。此外，中國文

化，特別是在念中學和大學時所受到的傳統文化薰陶， 影響了我

的學術生涯和人生。從文化認同來講，我是一個中國文化的認同

者，儘管在海外經歷過很多改變，但還是認同中國文化的傳播學

者。這方面我曾經有過困擾，正如趙月枝經常講的「我是何人？」

之類的問題，非常到位，我們這些身處海外的華人傳播學者的認

同到底是什麼？對於在美國生活、教書二十幾年的我來講，我認

同的是中國文化，雖然不是傳統文人，但我想我是具有中國文化

情懷的社會科學學者。
  至於我怎樣將我的生活經歷和學術訓練與學術研究貫通起

來，其實，我做這麼多華人社會的傳播研究並不一定是刻意的選

擇。剛才我講自己有中國文化的認同和做華人社會研究的情懷，

加上在美國的訓練，它就自然地發生了。我的方法是用西方的主

流理論，包括媒介效果，在華人社會驗證。而且，在華人社會中

驗證的結論回頭可以修正、更新西方的主流理論。我發表的80

餘篇學術論文，從美國收集的數據佔很小一部分，我在美國的研

究都是和大選有關。每到選舉，收集數據比較容易，因為選舉是

美國民眾最為關心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主要的文章都是跟華人

社會有關，特別是後來有機會與從台灣政治大學（簡稱「政大」）

轉至香港中文大學的羅文輝老師合作，他幫我收集了很多台灣的

數據，所以我大部分的研究，是在華人社會、兩岸三地的背景上

展開的。
  拿第三人效果理論舉例說明。以往的研究是把第一人和第三

人之間的認知偏差作為行為的預測變量，但以此進行的媒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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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往往得到不一致的結論。我和台灣政大的羅文輝教授通過 

幾個在台灣所做的研究，發現如果把對自己的影響，和對他人影

響分開來做預測變量，就可以得到一致的研究結論（Lo & Wei, 

2002）。我覺得這些研究發現對第三人效果的理論發展有一些 

貢獻。

LH： 我對此有一個相關的延伸問題。據我觀察，在您之後的留美華人

學生做華人社會的研究越來越少了，不像您那一代有很多人都會

研究中國的問題。不知道您是否有類似的感受？

WR： 我記得多年前，曾經跟同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李金銓和潘忠黨

老師聊過一個問題—是不是因為你是華人，就一定會做與華人

社會相關的研究？時間我不記得了，但我清楚記得我們的共識，

我們是華人，但我們不一定必然選擇、或者只做華人社會的研

究。我的想法是，首先要考慮的是研究問題有沒有普遍性，理論

框架是否具有普世性的應用。只有這種情況下，才要考慮是否在

我們熟悉的故鄉故土做研究。所以，我在美國教研究設計和研究

理論課時，有很多中國來的學生，我就跟他們講，不要認為你是

中國來的，就一定要做中國研究，這樣的話對自己是一個束縛，

限制了你的視野和想像力。我認為在理論層面具有普遍意義，才

應是研究的出發點。第一個選擇應是這個研究問題值不值得做，

對學術發展有沒有幫助，對其他國家和其他文化有沒有啟示，這

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選擇在什麼地方來做實證研究。總之，我

不贊同在海外的華人學者也必然要在華人社會進行研究。
  剛才你講的是不是新一代的留學生比較不注重中國的研究，

我覺得有這樣的趨勢。因為當今的研究環境已經不同。在網絡語

境之下，涉及新媒體研究的課題是跨國界的、跨文化的，不一定

涉及某個國家。也就是說，現在的研究場域或者課題，真的是
globally accessible（貫通全球），包括進行跨國數據的收集，這是

新一代學者具有的優勢。比如說，儘管我對德國手機使用所知甚

少，但如果要做一項德國的手機相關的傳播研究，我完全可以做

得到。比如Qualtrics平台就有德國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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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 我知道您最近在忙一個有關COVID-19假消息的大型項目。該項

目得到香港大學資助局的資助，是傳播學科目前最大的一個跨領

域課題，您能否簡要地向讀者介紹一下？

WR： 好。2019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爆發後，有一個很重要的現

象，就是民眾對資訊的依賴和需求是前所未有的。突如其來的疫

情給大家帶來了極度焦慮和不確定感，例如會不會被感染、疫情

到底有多嚴重等等。這種對疫情防護資訊的急迫需求，再加上網

絡的發達，特別是去中心化的社交媒體和手機媒體的普及，各種

各樣的資訊迅速地傳播起來。這種網絡上流傳的資訊有幾個特

徵：量大、魚目混珠、真假難辨，成為COVID-19爆發時期一個

非常獨特的現象，世衛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把

它稱為「信息流行病」（infodemics）。
  我們在這個課題中注重虛假消息、不確切的消息或者謠言，

主要是因為信息流行病會對防疫帶來各種負面的影響，例如誤導

人們了解疫情、引起社會恐慌、降低打疫苗的意願等。因此，這

個課題對防疫工作具有社會意義和價值。我和我的團隊希望了

解：在疫情情況下和在缺乏準確消息的情況下，那些不準確的虛

假資訊，甚至惡意的謠言，是如何在社交媒體上傳播開來，對哪

些人產生哪些影響。這和我以前做的研究，包括最早的傳媒效果

和第三人效果的研究是一脈相承的。早在十幾年前H1N1甲型流

感病毒爆發的時候，我就做過這方面的研究，也做過一些食品污

染新聞的社會影響研究。這些新聞會造成一種社會恐慌，民眾會

有一些不理性的行為，比如說搶購、囤積。雖然這個項目和我們

之前的研究有些類似，但我很想在這個虛假資訊研究上有所突

破。首先是在研究規模上的突破，因為有一個研究團隊，在規模

上、數據的收集上，以及研究方法的使用上，都超過了我以前的

單個研究的規模。我們團隊有八個來自不同的研究領域的專家，

包括大數據、信息工程、公共衛生、到媒介效果等研究領域。其

次是採用多種研究方法，除了傳統的電話訪問、網絡調查之外，

還會有大數據的分析、網絡模型的建立和測試、網絡效果實驗，

再加上一些質化的研究方法，如焦點訪談和質化內容分析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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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複雜的研究是個人無法完成的，只有在合作性的研究中才能 

實現。
  所以，我們這個研究另外一個的特點就是研究方法多樣，研

究的數據也將會非常豐富。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在研究的有

效性和理論的嚴謹性上，達到互相驗證（triangulation），即通過不

同研究方法和資料能夠對基本的核心概念和理論的假設互相驗

證。比如，大數據分析可以用電話訪問的資料來進行驗證，並建

立一些網絡傳播的模型。然後，通過焦點訪談發掘更多的、活鮮

的個案，為大數據分析與電話調查中得到的豐富的量化發現提供

精細的解釋與分析。最後，我們還希望通過網絡實驗，能夠把這

些量化的、大規模的內容濃縮到幾個比較典型的傳播模型裡，通

過這些實驗的方法和這些模型，傳播更正性（correction message）

的資訊，檢驗在什麼情況下，更正資訊會產生更大的效果。這些

都是我之前想做但做不到的，這個項目就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因

此，這項研究成果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另外，我們不僅將對理論

進行一些整合與發展，同時希望我們的研究發現能夠對社會有所

貢獻，例如給政府提供一些值得參考的政策性建議，有關疫情的

假消息或不真實的誤導性的資訊，對什麼人、在什麼情況下可能

產生較大的傷害、什麼時候干預是最有效的？干預的路徑和方式

是什麼？這些都是非常實用的問題，也都是非常值得探究的問題。
  總之，我覺得這個課題並不是簡單地把我以前做的東西重 

複一遍，而是希望能夠嘗試不同的研究路徑和思路，在大家依賴

媒體互動的環境中，能夠找出一個更符合當今網絡傳播的模式。

至少能夠提出一條新的路徑，解釋在疫情影響下，這些自媒體

（We Media）、網絡媒體、社交媒體上的傳播行為、傳播過程，以

及社會影響。這樣的話，我們不僅完成了一個300萬的研究課

題，同時也能夠在研究思路和理論框架上有新的發現，並提出新

的模式。

LH： 您做過中英文的期刊編輯，這是個非常難得的經歷。您能否給投

稿者一些建議？基於您這些年的觀察，您覺得傳播學論文最大的

問題是什麼？比如大家經常犯的錯誤、需要避免的一些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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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 謝謝你提這個問題。我剛剛講到我是一個過渡性的學者，所以有

些機會在我之前的學者是沒有的，在我之後的學者也沒有。比如

說我是第一位擔任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主編的華人學

者。這倒不一定是我自己刻意爭取的，而是正好有這樣一個時機

和機會。做主編的經歷完全改變了我對學術的一些看法。當作者

的時候，最關心的是怎樣發表、有更多的發表。而當主編的時

候，就會換一個角度去想，期刊如何能夠辦得更好，能夠吸引最

好的論文，讓最好的學者能夠投給期刊。
  我做期刊主編的經歷，讓我對投稿和做學問有更高的期許。

具體來講，就是要說出研究對理論發展的貢獻是什麼？你剛才

講，很多人，特別是沒有經驗的、投稿不多的年輕老師和學者，

往往被退稿。他們中有些人想到的策略就是投的越多，機會可能

越大。在各種壓力下，多投稿是可以理解的，但多投稿並不代表

成功率也高。我覺得稿量到了一定程度，比如說，一年能投個三

到五篇就夠了。我有一個美國的年輕同事，他一年有11篇論文

在評審之中。在學院的人事評論委員會上，有同事調侃說，他是

不是不睡覺呀？我認為量投是不可取的，因為沒有人可以長期一

年寫十幾篇論文，而且他不可能有精力，每一篇都寫得非常盡

力。當然，年輕老師在升職壓力之下，也不能完全不考慮數量，

不能一年、兩年只發表一篇論文。各方面權衡之下，我的建議是

如果你同時在寫三篇論文的話，就不要再追求五篇；如果你同時

在寫五篇論文的話，就不要再追求八篇或十篇論文。我覺得量大

會分散精力，學問反而做得不好。每年能寫三至五篇論文已經足

夠了，要把精力放在提高學術質量上，加強你的研究意義和學 

術貢獻。
  有些年輕老師投稿被退稿，對於論文存在問題又不太明白，

只覺得是不是英文不好，因為是非母語寫作。其實我覺得新一代

學者的英文能力都很強，不是我們那一代學者所能想像的。所

以，語言不是主要問題，也很少有論文是因為英文寫得很爛而被

退稿。我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說不清楚理論貢獻在哪裡。因為我

們做學術研究不是為了賺錢，也不是為了提高生產力，我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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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力是對知識的貢獻和知識的建立，而對知識的積累和發展最重

要的路徑是理論的建立和發展。因此，我們做的這麼多實證研

究、質化研究、歷史分析等等，要回到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對

理論有沒有貢獻。推而廣之的話，對建立知識的貢獻是什麼？如

果沒有貢獻的話，用一大堆數據跑了一大堆模型，寫出來的東西

連自己都不清楚，這樣的論文被退稿一點也不吃驚。因為沒有期

刊願意把有限的資源投在結論顯而易見、沒有學術價值的論文上。
  我拿幾個例子來講，除了議程設置理論以外，第三人效果理

論也吸引了很多研究，我也評審了很多這方面的論文。我最近評

審的幾篇論文，可能是作者看到做第三人效果理論的研究很多，

所以他們也來做一篇，但是，這些論文的結論是完全不做研究都

能想得到的。套用經濟學的一本書來說就是「low-hanging fruit」

（唾手可得），這種隨手可折的果實在早期就已經被人摘完了。所

以，類似的論文發表機會不大。這些研究在理論的複雜性、理論

的嚴謹性、理論的解釋性方面沒有具體的貢獻，只是重複之前的

研究，把一些預料當中的結果報告出來。甚至有一篇論文在三個

國家來驗證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偏差現象，雖然努力可嘉，但是從

學術發表角度來講是不可取的。
  回到有關投稿的問題， 投稿被退稿的主要原因，美國學者

Neuman等人（2008）做的一個研究非常有啟發性，值得大家細

讀。根據他對200餘篇被拒的論文的發現，這些文章被拒最大的

罪過（sin）就是originality（原創性）不足，也就是對理論沒有貢獻。

LH：最後一個問題，由您來回答最好不過了。傳播學領域有一些很經

典的搭檔，您的很多文章都是和羅文輝老師一起寫的。學術合作

在今天並不少見，但能夠持續二十幾年的合作就並不那麼常見。

所以想讓您分享下你們之間是如何進行合作的，如何保持了這麼

長時間的合作關係，如何達到1+1>2的效果？

WR：這個問題我是這麼想的。做研究主要是自己獨立做，學術訓練提供

給我們每人獨立研究的能力。在一個人的學術生涯中，會有20

年、3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從事研究。做學術其實是一個相當孤單

的旅程— a very lonely journey。我做CCA（Chines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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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會長的時候，曾就此寫過文章，因為做學問是非常

獨立，也非常孤單的行為。能與人合作，是件好事。可是，我的

觀察是學術圈裡的人並不是隨便找人合作，能夠在一起合作多年

的更屬於例外。還有就是像傳播學這個領域，獨立發表是找工

作、晉升的一個要求。這種文化也鼓勵大家單獨發表。
  在新媒體的環境下，利用網絡做研究，合作就比較多了。整

體來講，我覺合作應該被鼓勵，畢竟一個人的專長有限。但是，

在個人的層面跟誰合作，合作什麼課題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我認為我運氣好，遇見了羅文輝老師、周樹華老師，還有其

他一些跟我合作的老師和教過的學生。其中，我跟羅老師之間的

合作時間最久， 從1998年開始到現在。能維持這麼久的合作關係

真的是緣分。當年，我從香港中文大學去蘇格蘭參加 IAMC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年會，台灣政治大學的羅老師剛好也在。由於參會的華人學者不

多，加上我們又住進同一家酒店，我們就有機會聊天。那時候，

羅老師已經在台北教書多年，做實證研究非常有經驗，人脈也非

常廣。他說他手上有一大堆數據，我說我有一大堆想法卻沒有數

據。他接著說，那我就給你數據，我們來一起寫論文。就這樣，

一拍即合，我們建立了合作關係。我跟羅老師合作早期發表的幾

篇關於互聯網色情網站影響的研究，都是由他負責抽樣，收集數

據。我們合作的模式是他提供數據和數據分析，而我對英文文獻

相對比較熟悉，負責撰寫論文。不知不覺，與羅老師搭檔合作已

經有二十幾年。能和羅老師合作這麼多年，確實是一個例外，對

我來講也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羅老師非常資深，他的學術成就

遠遠在我之上，但每次合作羅老師都很客氣，會儘量把第一作者

的機會給資歷淺薄的我。凡我所需要之處，無論是處理數據，還

是學術生涯規劃，他都非常支持。對此，我一直心存感激。總

之，我和羅老師合作這麼多年是建立在緣分和默契的基礎之上，

屬於例外（an out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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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當今網絡時代， 通過強聯（strong ties）和弱聯（weak 

ties），天涯海角，人人相聯。特別是弱聯關係，對建立學術合作

的幫助非常大。我和羅老師的合作，以及和一些新加坡、香港老

師的合作也多是通過弱聯繫建立起來的。所以說，學術上的弱

聯，在今天是一個應該好好加以利用的資源。做個有心人，多參

加學術活動，在學術圈裡建立廣泛的弱聯人脈。有了這些弱聯關

係，與他人合作做研究的機會就會源源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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